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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华人与中国哲学的世界性*

李晨阳，肖 红

摘 要: 文章延续唐君毅关于海外华人及中国哲学之关系的研究思路，在认同唐先生鼓励海外华人在其

居住地扎根立足并为推广中国文化作出贡献的观点基础上，讨论在中国哲学向世界哲学演变的过程中，海外

华人尤其是海外华人思想家和哲学家，对推广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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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半个世纪前，著名哲学家唐君毅先生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 1961 ) 的文章，

讨论中国侨民及中国哲学在当时世界之处境，并对 1949 年以来越来越多中国人移居海外所造成的文化

上的负面影响表达了惋惜之情:

此风势之存在于当今，则整个表示中国社会政治、中国文化与中国人之人心，已失去一凝摄自

固的力量，如一园中大树之崩倒，而花果飘零，遂随风吹散; 只有在他人园林之下，托荫避日，以求苟

全; 或墙角之旁，沾泥分润，冀得滋生。此不能不说是华夏子孙之大悲剧。①

三年后，唐先生又写了一篇相关的文章，其态度显得乐观多了。虽然他主要关心的还是“飘零的花

果，如何能再回到苦难的乡土，再植根基”的问题，但也进一步思考海外华人在居留国扎根立足的同时如

何能够对其他民族、国家，甚至整个世界做出贡献。他认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散居海外的华人，最重要

的使命在于寻求良机，“有朝一日风云际会时，共负再造中华，使中国之人文世界，花繁叶茂……”②

唐先生的这两篇文章，一方面牵涉到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使命与理想，另一方面提及海外华人携

手建构或重构作为中国文化主轴的中国哲学之必要。本文延续唐先生的研究思路，对海外华人的身份

认同作出更切合现实的认定，同时也主张将中国哲学定位为一种超越语言和国界的世界哲学，并以此为

出发点，探讨海外华人群体与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关系。首先，我们应该纠正那种将世界各地的华人

都视为“中国人”的观点。我们认为，对于这一群体正确的身份定位，应该包括两种类型，即认同中华文

化的华人及仅在血统意义上遥系中国的华人。其次，我们将以 20 世纪移居海外的华人思想家和哲学家

为对象，观察讨论他们如何将中国哲学推广到世界各地( 主要是北美) ，使其成为一种超越语言、国界的

世界哲学，并在这一过程中重新确认自己的文化认同。本文的结论是，随着世界各地华人身份认同的转

变以及中国哲学向世界哲学的演变，海外华人思想家的推动作用会逐渐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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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华侨、海外华人、血统意义上的华人

应该说，自 18 世纪至 20 世纪初留居海外的华人，绝大多数都是“华侨”。他们留居海外的目的并非

长期定居，而是赚够钱后衣锦还乡。譬如 19 世纪许多中国苦力飘洋过海到美国劳作，惟一的目的是将

赚到的钱寄回家以供家用。假如当时的美国没有施行排华的移民政策，这些中国苦力还是向往有朝一

日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而直到前不久，大部分居住在东南亚一带的华人还将福建与广东视为故土。
他们与中国的密切关系从鼎力支持孙中山革命并积极参与中国近代史上其他重要历史事件中可见一

斑。对许多东南亚华侨来说，将辛苦赚来的钱寄回家乡是一种追本溯源与维系天伦的最佳方法。这些

人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华侨”，因为他们离开家乡，暂居异国，最后必然重返故土的境况在很大程度

上与《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的描述别无二致。这种强烈的“归本”愿望对生活在农业社会的中国人来

说再自然不过，对土地深厚的认同感使得他们犹如水中的莲花，无论如何随波逐流，始终紧系永不动摇

的根部。
这种情况自 20 世纪之后开始发生转变，尤其是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华人离乡背井到海外定居的数

量逐渐增加。统称这一群体为“华侨”显然不太准确，因为他们是“定居者”，而非“侨居者”。虽然“海

外华人”( overseas Chinese，Chinese overseas) 成为指称居住在中国以外所有华人的常用术语( 其中自当

包括“定居者”与“侨居者”) ，但这一标识仍然不能准确描述越来越多海外华人转换国籍成为异国公民

的现实情况。严格来说，overseas Chinese 在中文中既可指涉“海外中国人”( overseas people of China) ，亦

可翻译为“海外华人”( Chinese people overseas) 。前者专指在海外的中国公民，后者则泛指世界各地所

有具有中国血统的人。显然，我们可以说所有的“海外中国人”都是“海外华人”，却不能说“海外华人”
必然就是“海外中国人”。将所有居住在海外的华人称作“海外中国人”不仅不准确，而且也有强加于人

的味道。另外，“海外华人”这一术语本身也并不完全妥当，强烈的中国本位倾向会令人产生所有居住

在海外的华人都是从其原本的故土家园( 中国) 迁移出去的错觉，借用唐君毅先生的表述，就是“飘零”
国外的“流浪者”。事实上，“海外华人”只适用于称呼到海外谋生的第一、二代华人，他们的子孙后代因

为出生并永久居住在其他国家，不再视中国为故土，因此认同意识也随之转移。著名歌手张明敏曾经演

唱过一首在中国流行了几十年的歌曲《我的中国心》，藉由海外华人之口唱出他们对祖国矢志不渝的爱

意与向往。我们不否认许多海外华人对中国持有非常浓厚的感情，但并非所有人都如出一辙，因此将

“中国本位”的标识强加在所有海外华人身上不仅不准确，对一些人来说甚至是一种冒犯。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遍布世界各地拥有中国血统的华人经历了显著的改变。他们之中的许多人

( 尤其是第三代以下的华人) 主动放弃“侨居者”的身份，成为其他国家的永久居民或新公民。这种身份

上的转变不仅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也牵涉到社会心理状态。对新一代海外华人来说，他们所关心的不

仅是拥有哪一国护照的问题，更是能否在新的国家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譬如，加利福尼亚州的美

国华裔就不喜欢听西洋邻居称赞他们的英文水平。试想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市的这样一场有趣的

对话:

———Mr． Wang，your English is very good! ( 王先生，您的英语说得真好! )

———Yes，Mr． Giuliani，so is yours． ( 是的，朱利亚尼先生，您的英语也真不错。)
在上述场景中，刻意称赞某人的英语水平暗示那人只是客居，不真正属于美国。事实上，今天大多

数的美国华裔不会认为自己对美国国土所持有的话语权不如那些意大利原籍、德国原籍或其他国家原

籍的美国人。对他们来说，既然身为肯尼亚人之子的巴拉克·奥巴马能当选美国总统，美国华裔的子女

又有何不能呢? 进而言之，如果一名华裔的子女想要当选美国总统或是其他国家的最高领袖，他是应该

心系所在国，还是遥远而陌生的中国? 李光耀、李显龙父子担任新加坡总理，究竟是怀着一颗“中国心”
还是一颗“新加坡心”去治理新加坡?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菲律宾的两任总统科拉松·阿基诺与贝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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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诺·阿基诺三世，以及前任泰国首相阿披实·维乍集瓦身上。对他们及绝大多数的海外华人而言，生

活中心已不再是其祖先曾经居住并称作故土家园的中国，而是他们在居住国所营造的新家园。从这个

意义上说，他们是“华人”，不是“中国人”。进一步说，他们也不是从中国本位立场加以定位的“海外华

人”，而是具有自己身份认知属性的“华人”。一名新加坡学者告诉我们:“我不是海外华人，我是新加坡

华人。”对他们来说，被指认为“海外华人”本身就含有很大程度的“中国中心主义”色彩。因此，我们认

为这些华人，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都应被正确定位为“华人”———他们是各自居住国度的公民，而非飘

零在“海外”的“中国人”。
对定居海外的华人来说，一方面他们必须面对日常生活的各种挑战，另一方面新国家所赋予的新身

份亦是振奋人心、催人向上的。他们犹如长大成人的孩子，已经能够在自己的新家园里扎根立足。从血

缘世系的角度看，中国在他们的心目中或许还留有一席之地( 甚至依然拥有一颗“中国心”) ，但这些华

人首先是各自新国度的公民( 他们是新加坡人、泰国人、菲律宾人、加拿大人、美国人等) ，其次才是族群

意义上的华人。此外，他们中有些人甚至称不上是文化意义上的华人，他们可能与代表中华文化之精髓

的儒释道思想毫不相干。我们常说血浓于水。但是，对于这些无法与中华文化取得认同的散居世界各

地的华人来说，中国传统文化可能是完全陌生的东西。虽然我们期许更多的华人在世界各地生根发展

的同时能够不忘自己祖先的文化遗产，但是在异地安居数代以后，他们的子孙可能已经完全浸泡在当地

的文化中成为文化意义上的“非华人”。换言之，虽然他们依然可从系谱学的角度溯源至中华大地，但

事实上已经与中华文化完全脱节了。这些文化意义上的非华人应该称作血统意义上的华人。如此看

来，居住在中国大陆、港澳台以外的华人便分属几种不同类型: 首先，他们可大致分成“侨居者”及“定居

者”; 其次，“定居者”又可进一步细分为“文化意义上的华人”及“( 仅仅) 血统意义上的华人”。总的说

来，大部分华侨都拥有一颗心系祖国的“中国心”，认同中华文化的华人定居者拥有一颗“中华文化之

心”，而仅仅血统意义上的华人可能只拥有华人的长相与血脉。从长远来看，这最后一种人只会越来

越多。
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上述事实可能一时难以接受，彷佛自己的远方亲戚已在外地失散了。在他

们看来，那些身怀一颗“中国心”的海外华人才是值得赞赏的。尽管如此，我们不宜把这种情绪转化为

评价所有海外华人的主要标准，尤其不能以此来衡量他们的后代。当今有四千多万拥有中国血统的人

定居世界各地，其中不少华人在认同自己的新身份后可能再也不会身怀一颗“中国心”了。这并没有什

么不对。居住在大中国地区的人( 以及深怀一颗“中国心”的海外华人) 不应拿“中国心”的标尺来衡量

身处海外的华人。反之，他们应该对海外华人在世界各地创下的卓越成绩感到骄傲。比方说，谁都不会

否认骆家辉是一名非常成功的美国华裔，但若硬要拿“中国心”的标尺来评价他，结果将大不相同。尽

管骆家辉从血缘角度来看无疑是一个华人，但他很可能称不上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华人”( 至少在大

多情况下) 。他的身上肯定流淌着华裔的血液，然而中华文化可能在他身上无法引起共鸣。
半个世纪前，唐君毅先生痛惜于越来越多中国人选择离开中国，到世界各地开枝散叶，他当时的忧

虑确实值得深思。但是，对于今天绝大多数定居海外的华人来说，唐先生当年的哀叹已完全不适用，甚

至是错置了。这些华人当下的处境不再“如一园中大树之崩倒，而花果飘零，遂随风吹散”，而更近似一

颗颗挟着“翅膀”的蒲公英种子，四处寻找适当的土壤落地生根，无论最终同居一个花园还是遍散于不

同的花园，都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地方，永久定居下来。
那么，根据目前的现实状况，我们又应如何处理中国侨民与中华文化之间的微妙关系呢? 杜维明教

授曾试图从中华文化或“文化中国”的角度阐明“华族性”或“华人身份”，认为“文化中国”相较于地理

意义上的“中央王国”更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华文明的深刻内涵。他认为，如果说中国的地理中心必然受

制于“中央王国”的固定位置，“文化中国”的中心却是四处移动、变动不居的。杜维明教授指出:“‘中华

文化’于其中心解体并重新在边缘地区得以复兴这一特殊现象乃中国历史上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在

一篇名为《文化中国: 边缘为中心》的文章里，杜教授明确阐明了“文化中国”三重象征性世界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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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重的象征性世界”主要由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新加坡所组成———这些国家的共同

特点是其人口结构都以华族占绝对优势。“第二重的象征性世界”主要由遍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

社群所组成，其中包括拥有一定政治势力的华人少数群体以及美国极少数的华人群体……“第三重

的象征性世界”则由那些努力通过理智的思考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情况并将其对中国的印象及观念

带到他们各自的语言小区的个体所组成，这些个体当中就包括学者、教师、记者、工业家、商人、企业

家、作家等。①

杜教授也指出，虽然那些属于“第二重的象征性世界”的华人一向都被北京( 南京) 和台北当局视为

“华侨”，但近年来也比较倾向于用“离散华人”( Chinese diaspora) 来进行定位。所谓“离散华人”指远离

其祖国并在异国社群中安居下来的华人。可是，杜教授的“第二重的象征性世界”本身是包含歧义的。
譬如“华人”一词既可以是文化意义上的，亦可是仅仅血统意义上的。因此，并非所有拥有华人血统的

人都能称得上是文化意义上的华人，都属于“文化中国”。如果我们不加辨识地使用“华人”一词，则会

混淆上述所提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意义。正如杜教授所言“第三重的象征性世界”中亦可能包括非华族

而又认同中华文化的人，事实上，遍布在世界各地的血统意义上的华人亦不见得一定属于“文化中国”
的“第二重的象征性世界”。虽然一些华人无疑属于“文化中国”的“第二重的象征性世界”，但是其余如

科拉松·阿基诺、贝尼格诺·阿基诺三世与骆家辉者，显然都置身在“文化中国”的领域之外。
总之，我们以上对于世界各地的华人在文化认同上的分离之分析，以及杜维明教授关于“文化中

国”的“第三重的象征性世界”的论述，显示了“血统意义”上的“华族性”与“文化意义”上的“华族性”之

间不一定必然重合。我们在探讨海外华人的处境以及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在世界上的传播时，应该考

虑到这些因素。

二、向世界推广中国哲学的海外华人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一个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是中国哲学。所谓“中国哲学”，指的是在中国生

根发展并以儒释道三家为其核心代表的哲学思想。如前所言，华人从中国移民至其他国家已经不是一

种简单的人口迁移或经济流动的现象，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传播的过程。他们从中国散布到世界各个角

落的同时，也带上了属于自己的中华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除了绝少数的例外，自中国出来的华人其

实都称得上是“文化意义”上的华人。他们无论行到何处，都会把中华文化的种子散播出去。
中国哲学早期在中国本土之外以较为系统的方式得以传播，当归功于西方传教士。比如利玛窦

( 1552—1610) 将中国的《四书》翻译成拉丁文，理雅各( 1815—1897) 于 19 世纪末完成的《中国经典》英

译全集更是风靡一时。后来，一些中国思想家开始将中国哲学及中华文化介绍到西方。在这方面，林语

堂的《吾国吾民》( 1935) 与《生活的艺术》( 1937) 堪为代表。而对中国哲学之传播性的研究主要由西方

华裔学者在 20 世纪下半叶启动，其中以陈荣捷教授( 1901—1994) 的成就最为显著。陈荣捷的学术生涯

中大部分时间是在达特茅斯学院担任中国哲学与宗教的教授，其间以中英文发表了大量专著与论文。
其代表作当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哲学文献选编》。此书是迄今世界上最为常用的以英

文写成的中国哲学工具书，同时也是西方学界研究中国哲学最具影响力的作品。其后，杜维明教授与成

中英教授等华人思想家在继续向英语学界积极推广中国哲学的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杜维明

曾在哈佛大学担任中国哲学与历史教授，并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直至 2010 年转而出任北京大学高等

人文研究院院长。20 世纪与 21 世纪之交，杜教授积极推广“第三期儒家”，在世界哲学界中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成中英是夏威夷大学的哲学教授，同时也是国际中国哲学学会( 现任会长信广来、副会长李晨

阳) 及《中国哲学学刊》的创立者。最近二十年，越来越多的华人学者加入向世界推广中国哲学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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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沈清松( 2000 年由台湾移居加拿大) 、信广来( 在北美洲从事教学研究数十年，前不久在香港中文大

学任教几年后最近又返回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莱大学) 、倪培民、王蓉蓉、姜新艳、牟博、黄勇( 2013 年转

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 、余纪元等教授，他们在中国( 台湾、香港) 成长，到海外深造发展前一直浸泡在中

华文化与中国哲学的浓郁氛围中①。华族传统意识深植血液与心中，使得他们成为中国哲学文化的得力

代言人。在他们看来，向世界推广中国哲学不仅是一种职业，更是崇高的使命。尤其是过去三十年，中

国已逐渐成为具有强大经济实力及地缘政治势力的世界强国，在各领域都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力。与此

同时，中国哲学也逐渐受到世界关注。为了配合这一趋势，越来越多海外华人思想家在推广中国哲学的

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姜新艳教授在她有关中国哲学在英语学界之发展的研究中指出，上世纪 90
年代以前，北美各大学里鲜有中国哲学的课程，但这一情形在 90 年代初出现了巨大的转变，其中一个重

要的原因是:

越来越多华人在北美洲大学完成他们的博士学位后选择留在当地教书。这些华人学者在北美

洲中国哲学家协会( ACPA，1995 年成立) 与国际中西哲学研究比较学会( ISCWP，2002 年成立) 中占

了绝大比例。另外，于 2001 年创立的 T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一直与 ACPA 保持密

切的合作关系，从而为中国哲学在英语学界之发展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平台。②

姜教授的研究贴切地反映了北美中国移民如何在向世界推广中国哲学的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

角色。这里有两点需加以指出: 其一，上面列举的华人哲学家都是迁居西方的第一代中国移民; 其二，他

们既是血缘意义上的华族，又是文化意义上的华人。前面说过，一个仅仅是血统意义上的华人不一定就

理解或认同中华文化，因此在缺乏相关知识或意愿的情况下，也不适合担当推广中国哲学的重任。由此

可知，上面列举的这些华人哲学家与一般华人的不同之处并不在于他们所属的族群，而是个人的文化修

养与专业训练。虽然华人身份令他们更具有可信度与权威性，但更关键的是中国出生长大的经历为他

们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及个人强烈的使命感，加上后天所接受的严格专业训练赋予其高超的学术能

力及推广中国哲学的技术，使得海外华人思想家于世纪之交将中国哲学推广到世界舞台的过程中扮演

了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没有他们的专业与奉献，中国哲学在西方学界的景观将大不相同。

三、作为世界哲学的中国哲学

继往开来，海外华人思想家在向世界推广中国哲学的巨大工程中仍然会扮演重要的角色。随着中

国大陆居民不断移居海外，他们的身份对于居住国而言不仅是新移民，在某种程度上更是文化大使。他

们带来了中国的生活方式及文化习俗，从而被视为各自文化背景的典范。相应地，他们的言行也经常被

当作是其人生哲学的一种投射与实践。譬如，在美国的华人移民社群中，孩子对父母的恭逊态度常常被

看作是在彰显儒家思想中的孝道。另外，那些专攻中国哲学的华人移民很自然地成为中国哲学的代言

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肯定地说海外华人，尤其是第一代的海外华人，能够在向世界推广中

国哲学时扮演重要的角色。唐君毅先生在《花果飘零及灵根自植》中主张，当海外华人在各自的居留国

扎根立本以后，可以也应该积极推广中华文化与中国哲学。身为文化意义上的华人，尤其是希望为世界

文化的和谐共处作出显著贡献的华人新移民应该在他们各自的新国度中积极推广文化之间的交流和

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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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他们大多数人研究中国哲学所使用的分析和比较的方法之特征，参见李晨阳:《北美学界对中国哲学的分

析和比较研究———论一个兴起的潮流》，《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06 年第 2 期，第 103—110 页。
按，该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6 年第 5 期、《新华文摘》2006 年第 14 期转载。

Xinyan Jiang ( 2011) ． “The Study of Chinese Philosophy in the English Speaking World”． Philosophy Compass，6
( 3) : 168—179．



唐先生的观点虽然有其理由，但本文所要做的是将其再向前推进一步。我们认为，在这个全球化的

时代里，中国哲学应把晋升为世界哲学当作奋斗目标。这意味着在现实语境下，中国哲学不能仅仅仰赖

海外华人作为其主要的推广者或宣传者。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可能有似悖论( paradoxical) : 对于身为

中国哲学在海外的主要推广者或宣传者的海外华人而言，他们最终的成功恰恰在于他们不再是中国哲

学在海外的主要推广者或宣传者。因为那时，中国哲学已经成功地从区域哲学晋升为一种世界哲学，它

也就不再是依赖某一特定国度的文化大使了。
所谓世界哲学，指对这种哲学的研究与推广乃是根据其所具有的普遍意义而非作为某个特定文化

的产物。一方面，每一种哲学固然有其特定的文化渊源，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酝酿而成的。但另一方

面，当一种哲学在其传统文化背景之外获得更为广泛的意义时，便不再受制于单一文化的界限。换句话

说，它不再是一个国家或一种文化所独占的哲学，而是一种向全世界开放的哲学。需要指出的是，所谓

“世界哲学”并非指其已经得到世界上所有人的认可与赞同，而是指它已经拥有一个能与世界上其他哲

学公平竞争、争取信众的机会和平台。我们认为，中国哲学同古希腊哲学一样具备成为一种世界哲学的

实质内涵。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的教言为主轴的希腊哲学，其主要价值与意义在

于它是一种能够联系现实世界的哲学。同样，当中国哲学成为世界哲学时，它的价值在于不仅能够联系

中国本土的现实情况，也能联系世界的现实情况。因此，中国哲学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便不仅仅是专供

中国研究或亚洲研究的读物，而是所有人都可以学习并从中得益的普世教材。
随着中国哲学逐渐发展成一种世界哲学，海外华人思想家在世界各地的推广作用也必将逐渐减少。

这里有几个原因:

其一，中国哲学作为世界哲学的资格不能单靠中国本土或海外华人思想家来争取。顾名思义，世界

哲学是开放给世界各地所有人共同学习的哲学，其目的不仅在于联系某个特定的国家或区域的现实情

况，更是强调对整个世界的普遍意义。因此，中国哲学成为世界哲学必须以非华族思想家在学习与推广

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为前提。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越来越多非华族思想家加入了中国哲学研究的行

列。值得注意的有安乐哲( Ｒoger Ames) 对儒家思想所作的实用主义的与过程性的诠释，以及南乐山

( Ｒobert Neville) 的“波士顿儒学”( Boston Confucianism) ，二者皆对北美中国哲学研究形成了很大影响。
另外，当今欧美大学培养的中国哲学博士在世界各地中国哲学研究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最近几

年在中国大陆以外举办的中国哲学研讨会中，出席的非华族思想家会占大多数，而以西方语言书写的讨

论中国哲学的书籍也大多由非华族思想家所著。这种趋势仍在延续。或许可以说，虽然海外华人在过

去的五十年里充当了向世界推广中国哲学的主力军，但这一情形在不久的将来会逐渐结束。这当然不

是说他们将不再扮演推广者的角色，而是不会像以前那样( 几乎是) 孤军奋战了。为了中国哲学的长期

发展，我们应该为非华族思想家的异军突起而欢欣鼓舞，因为这意味着早期的海外华人思想家所付出的

努力没有白费，中国哲学已经逐渐在世界舞台上取得认可。
其二，正如本文第一节所言，第一( 二) 代华人移民的后代不太可能会在推广中国哲学一事上扮演

重要的角色。事实上，他们很有可能会逐渐丧失自身的文化传统。因此，虽然中国新移民将继续为推广

中国哲学以及中国文化的事业发声，但相对于前几代来说已不再占海外华人群体的绝大多数，其影响力

自然也将大大削弱。
其三，中国新移民在海外推广中国哲学的角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今中国对中国哲学的意义。所

谓“当今中国对中国哲学的意义”可从两方面理解: 一方面是历史联系的意义，另一方面是文化联系的

意义。正如希腊对古希腊哲学有其历史的联系一样，中国本身对中国哲学的历史意义毋庸置疑。随着

古希腊哲学成为一种世界哲学，雅典随之转化为一种历史的标记。世界各地的人们还是会到雅典参观

帕特农神庙。但对他们来说，这座神庙只是一个历史古迹，而不再是神圣的殿堂。同样的，希腊裔学者

在诠释或宣扬古希腊哲学方面并不拥有比任何其他人更大的权威。事实上，在许多北美洲及欧洲的大

学里，从事古希腊哲学研究与教学的教授大多都不是希腊人。而在探讨古希腊哲学的国际研讨会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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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单位可能会邀请希腊学者，正如他们也可能会邀请澳洲、英国、日本和美国的学者一样。一个人的希

腊人身份并不再赋予他研究古希腊哲学的任何特殊意义。希腊学者受邀出席国际研讨会，并非他们是

希腊人，而是因为他们与其他国家的学者一样都是古希腊哲学的专家。当中国哲学成为一种世界哲学

时，如果当今中国对中国哲学的意义仅仅是历史的，世界各地的学生还是会到中国参观孔子的家乡曲

阜，但曲阜的意义有可能将如同希腊的雅典一样，纯粹属于历史。如果当今中国对中国哲学的意义仅仅

是历史的，中国学者还是会受邀出席探讨中国哲学的国际研讨会，但是他们的华族身份将不再具备任何

特殊的意义。换句话说，中国学者受邀出席国际研讨会，与澳洲、英国、日本和美国学者的受邀出席没有

两样。
当然，当今中国对中国哲学的意义不必然是纯粹历史的，它依然可以是文化上的。这意味着我们所

了解的中国哲学将继续作为中原地带的精神依据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是，这绝非确定无疑的事。
正如方东美先生所言，我们不能因为中国曾经拥有“高度的文化精神成就”而假定“中国历史上的光荣

还可以永远保持下去”。这样的未来是“待考”的。只有当一个国家具备体现一种特定文化或文化力量

的社会资源时，它才称得上拥有文化上的意义。尽管古代的墨家思想是在中土生根发展的，当今的中国

对墨家思想来说可谓完全失去其文化意义了。列文森曾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的三部曲中对儒

家传统的“博物馆化”( museumization) 表示深切的担忧。无须讳言，如果中国本土的儒家传统真的面临

消逝的命运，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亦将永远丢失。
我们无从保证当今中国对中国哲学的文化意义将继续维持下去。以儒家哲学为例，这个博大精深

的文化传统虽然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在近年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20 世纪初的

“五四”运动对儒家哲学发出了第一击，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又对其进行了暴力式的清洗。一些

当代中国思想家批判儒家哲学在其历史形态中的落后性时，甚至企图连根拔起。如若成功，无疑将宣告

儒家哲学的终结，而这也将是整个中华文化的巨大损失。此外，过去几十年里对中国社会造成巨大冲击

的西方思想，也对儒家哲学提出严峻的考验。虽然过去几年里学界不断发起重振儒家哲学的运动，但是

刚刚经历数次攻势洗礼的世俗社会给儒家哲学的复兴计划带来诸多挑战。当然，这并非意味儒家哲学

不可能在自身的发源地继续生存发展。如果儒家传统能够同其他传统哲学一样度过难关，相信当今中

国对中国哲学的文化意义将继续维持下去，在此基础上，中国对于中国哲学的重要性将仍然大于当今雅

典对于古希腊哲学的重要性。换句话说，除了历史意义以外，中国还是可以继续成为中国哲学的文化中

心。同时，移居海外的华人也可以继续扮演文化大使的角色，他们之中的思想家们亦可继续为推广中国

哲学作出贡献。
总之，我们在本文中提出如下几个观点: 其一，定居在中国地区以外的四千多万华人人口将继续增

长，其中大多数的后代将逐渐丧失其祖、父辈所引以为荣的中国文化传统。其二，海外华人思想家在中

国哲学的海外传播过程中曾经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随着中国哲学逐渐成为一种世界哲学，他们

的作用也将逐渐减少。其三，未来移居海外的华人思想家或许将继续扮演推广中国哲学的重要角色，但

其重要程度主要取决于两点: ( 一) 当今中国对中国哲学的文化意义是否能维持下去; ( 二) 中国哲学能

否成功晋升为世界哲学。就前者而言，中国对中国哲学的文化意义越是显著，未来移民海外的华人思想

家将越有可能扮演推广中国哲学的重要角色。相反，中国哲学越是成功晋升为一种世界哲学，海外华人

思想家所起到的作用越会趋于式微。我们希望中国对中国哲学的文化意义能够继续维持下去，同时也

希望中国哲学有朝一日能够成功地成为世界哲学。
( 本文由英文稿改写而成，感谢侯展捷同学、邹宇欣和丁燕博士在翻译初稿或校对阶段上的帮助。)

【责任编辑: 杨海文; 责任校对: 杨海文，许玉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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